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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6日，在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致福轩进行了两岸经济研讨会的第二天讨论。在当天的研讨会上，台湾

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郭平欣教授和中心姚洋教授、平新乔教授就民间金融组织、国有企业民营化和国

有经济比重的问题展开了热烈地讨论，宋国青教授和施建淮教授分别就中国通货紧缩和东南亚金融危机

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观点和新的理论构建。  

现将他们的讲话摘要如下： 

姚洋教授指出无论俄罗斯和东欧的“休克”疗法还是中国经济改革过程中的企业改制，它们总的改革方

向是朝着民营化的方向发展（例如，根据国家经贸委统计，我国80%左右的县及县以下级国有企业已经

改制了）。但是，企业民营化的经济绩效在各国之间有很大的差异，波兰经过震荡疗法以后，经济发展

速度开始加快，这两年以7%的速度增长；而俄罗斯在十多年中经济一直处于下滑趋势，近几年也只能保

持零增长的速度。他认为产生这样差距的根本原因在于国家的法治，在比较健全和完善的法治环境中，

政府官员的自律和对财产权的尊重，给予企业家有信心进行投资和经营。但是在象中国和俄罗斯这样的

转型国家中，如何来建立和健全国家的法治是比较难以衡量的，它不象私有化那样简单地将企业卖掉或

改变企业所有制形式，因为法治是一个社会公众对法律文化环境的接受和信任过程。在此过程中政府可

以用一些实际可观察的和能亲身体会的改革给社会公众一个可信的承诺，使他们相信政府有决心进行法

治建设。姚洋教授用一个信号博弈来说明政府在法治建设中如何作出可信的承诺和在怎样的条件下它会

进行改革和相应作出承诺。最后，他就广东省顺德市的民营化和政府改革举例阐述了上述的观点。例

如，用“止血”工程来解决国有企业的债务问题，把政府部门从49个压缩到29个，党政干部从1400多人

减少到900多人。在这样激烈的政府改革过程中，他们建立起要法治的形象并给公众明确的信息和信

心，如在调查中发现，该市有45%的居民在解决纠纷时诉诸于法院，这样比例远远高于中国的其他城

市。但是就姚洋教授提出的政府在民营化过程的承诺或者干预问题，中心主任林毅夫教授提出了不同的

观点。他认为中国或者前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了许多大型企业，而大型企业多是资金密集型的。从

比较优势来看，它们在竞争市场中没有生存能力的。即使在民营化以后，该类企业依然没有竞争性的生

存能力，除非有政府的保护。因此，政府干预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的性质，既企业的竞争能

力。 

接下来发言的是平新乔教授。他首先指出国有企业民营化、在竞争市场上的生存问题、资金注入问题、

低人力资本障碍和上市公司中的国有股流通等五大问题是我们国有企业改革中遇到的主要问题。然后他

介绍了他对国有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问题的研究。在中国经济改革过程中，国有企业经济发展

速度远低于非国有经济，国有工业企业的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也逐年的下降。因此国内有学者

（如樊纲）提出无论非国有经济在开始时多么弱，只要其效率及增长率高于国有部门，那么国有经济在

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将逐渐缩小为零。就这样的客观事实和理论背景下，平教授引入一个两阶段古诺

－纳什博弈的混合寡头模型，分析了在等边际成本与线性的市场需求反函数条件下，国有企业目标函数

的变化与私有企业的进入对于国有经济相对地位。他指出国有经济或者国有企业在某个行业的存在的合

理性，是依赖于该产业的成本状态。若边际成本时一个常数（规模报酬不变），则国有企业可以运用社

会福利极大化这一目标逼退全部的私有企业。但是若某个行业时规模报酬递减的，即边际成本递增的，

那么国有企业的合理性要进一步考虑市场需求规模。当国有企业的目标函数改变后，企业在选择服从政

府目标和追求利润极大化目标之间面临得失权衡问题。理论证明，没有私有企业的进入，国有企业自身

改变目标，经济中依然不存在私有经济，改革不会改变国有企业原有模式。在私有企业进入后，国有企

业在两者之间选择自身利益极大化，得到一个大于零的企业规模作为竞争均衡点，即国有企业的比重虽

然会下降，但是趋于一个大于零的值。与会者对其中的成本函数问题和国有企业目标问题进行了激烈地

讨论。 

第三位发言的台湾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的郭平欣教授。他介绍了对台湾民间互助会的研究。互助会是

一种重要的非正式金融制度，广泛存在于许多的发展中国家。民间互助会可以视为一个小型的信用市

场，而具有不同时间偏好的会员以竟标方式来决定会金的使用权。得标者得到贷款以满足其资金融通的

需求，而失标者则成为放款者，从得标者那里得到利息。郭教授首先从统计数据来分析台湾标会参与现

 



状，根据台湾“行政院”主计处和台湾省主计处的统计资料可以看出参加标会的比例从1977至1991年间

大致在20％－30％之间波动，除了84、85年低于20％以外。从标会的金额来看，尚未支付的死会会款

（即所欠会款）分别为84年的51051元，1989年的71689元和1993年的87885元，而它们所占家庭的总负

债的比例分别为20.5%,13.9%,9.2%。这样的变化反映了台湾金融自由化后，居民向银行贷款相对比较变

得容易，使得标会变得比较不重要了。但是80年代的楼价的提高，居民对资金需求增加了，所以标会金

额的绝对量依然上升。接着郭教授从经济利益和风险两方面来考察参与标会人（会首和会脚）的行动。

因为参加标会的利率一般高于银行利率和商业利润率，在不完全市场上，会首对会员比较熟悉，对他们

有一定的甄别作用，减少风险，因此标会这样的金融制度在台湾经济发展中相当地弥补了正式金融市场

的不足。 

最后发言的是中心的宋国青教授和施建淮教授。宋国青教授就存货的变化与通货紧缩发表自己的观点，

施建淮教授提出了新一代的理论模型来解释东南亚金融危机。两位教授的发言已经在中心的其他简报中

发表，在这里不再详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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